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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制约因素： 以国家与

社会关系为视角

王丽影❋

　 　 内容提要　 中东国家的战后重建往往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 伊拉克在外部力量主导下确立的联邦民主制

度与社会关系的不平衡从根本上影响了国家重建进程。 本文尝试从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视角分析伊拉克国家重建中政治制度变革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

存在的制约关系。 通过观察西方国家建构历史不难发现， 西方国家民主制

度的确立是建立在长期形成的健全政治体系和完善公民社会基础之上的，
相对而言， 伊拉克的历史演进建立在教派、 族群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基础之

上。 因此， 本文通过分析伊拉克现行的政治制度与该国的历史传统、 社会

结构、 民众文化认同及经济基础等因素与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伊国家重建

陷入困境、 历经反复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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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西方传统理论研究 “国家与社会” 的关系时常常依据 “小
政府、 大社会” 这一西方国家发展路径作为前提假设， 往往将这一发展路

径设定为发展中国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样本。 特别是在超级大国武力占

领和介入一些地区和国家内部冲突后， 占领国对战乱国家重建时也是建立

在限制政府权力、 实现各个政治派别间权力制衡这一逻辑上的。 由此便产

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一个教派、 民族多元化的战后国家重建中， 权力分

化的 “小政府” 是否有利于国家的战后重建？ 各政治派别间权力制衡的政

府会促进战后和平还是更容易导致战后冲突？ 在一些战后重建的国家，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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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日本， 战后重建确立的现代民主制度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和平与政

治发展， 然而在中东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居多的地区， 国家重建过程中虽

然形式上也建立了与西方国家相似的民主制度和官僚机构， 但其内部社会

结构却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别。 因为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亚

非拉广大殖民地、 半殖民地地区形成的 “外生形态” 的国家， 其民族国家

建构以及国内民族认同、 民族构成情况等方面均和西欧民族国家有很大的

不同， 这一模式下形成的民族国家， 其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更加艰难、 形

式更加多样化， 重建时所面临的问题也更加复杂。① 正如伍德罗·威尔逊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 将国家的宪法与实际制度的运行比作 “躯壳” 与 “内
在”， 乔尔·Ｓ 米格代尔将这个比喻应用于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的国家与社

会的关系中， 认为： “国家的外壳可能相像， 但内在的东西却惊人地

不同。”②

加之这些历经战乱的国家重新组建政府后其治理能力还很难应对复杂

的社会环境。 这使得这些战乱国家在政治重建过程中政府无法按照西方国

家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这也许是很多亚非国家在国家重

建中无法实现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　 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关系与战后国家重建

１ 国家制度与社会的平衡关系

格罗斯曾指出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进行区分是应该的， 而且还需要在国

家、 社会、 政府之间做进一步的区别。③ 因为国家重建既是权力再分配和制

度重构的过程， 也是社会关系重新整合的过程。 这一过程不能忽视一个国

家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 价值观与身份认同以及社会基础。 在国家起源问

题上， 一些伊斯兰学者认为社会是国家存在的根本， “先有伊斯兰社会，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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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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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春洋：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 理论、 历史与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第

２２５ 页。
〔美〕 乔尔·Ｓ 米格代尔：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
李扬、 郭一聪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中译版序言第 ８ 页。
〔美〕 格罗斯： 《公民与国家———民族、 部落和族属身份》， 王建娥、 魏强译， 新华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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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伊斯兰国家， 国家政权是为了保护穆斯林社团的利益而设立的”。① 然而

问题在于后发国家的重建多数是在外力介入下展开的， 不是建立在社会力

量自然整合的基础之上， 这便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的不平衡关系。②

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平衡是国家建构的基本。 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向是否

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一致， 在于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是否能形成一种良

性的互动关系， 即相互适应。③ 国家中心论者往往强调民族国家建构应从国

家本身进行系统反思。 近些年来美国在一些战乱国家主导战后秩序重建时

试图建立与之相似的政治制度， 即议会民主制。 在美国的安排和施压下，
战乱国家在重建时纷纷建立了与西方国家相似的民主制度， 但这些国家的

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基础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巨大差别， 使得这些国

家在重建中政府无法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这也是很多战乱国家政权重构后仍无法实现有效治理和正常运转的一个重

要原因， 进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建设、 国家能力的建设都将失去社会基础，
因此民族国家重构过程中既应该考虑族际和教派关系， 又应注重历史文化

的传承。 学者安东尼·Ｄ 史密斯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 Ｓｍｉｔｈ） 就提出在 “一战” 后

亚洲和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虽然开启了现代 “民族构建” 过程， 但由于这

些国家还存在固有的 “族群” 模式， 主要表现为对家族血统和谱系的认同

超越对国家的认同； 对本部族文化传统的认同超过法律。 这种认同带有强

大的感召力和动员效果， 不利于国家整合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 国家重建中政治重建与社会文化重建是

影响国家建构的两个重要方面。 一个国家是由单一民族构成还是由多民族

组成， 决定了这个国家重建的社会关系。 在单一民族国家内， 或在具有包

容性的多民族国家内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度较高的情况下， 实行民主制能促

进国家的政治现代化， 将有助于实现民众的公民权利， 也有利于公民社会

的形成和战后重建中国家政治的发展。 因此， 战后重建国家民主制实施的

有效性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也表现为民主制度与社会基础的相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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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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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云贵： 《当代伊斯兰教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１９２ 页。
Ｏｌｉｖｅｒ Ｐ Ｒｉｃｈａｍｏｎｄ， Ｆａｉｌｅｄ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Ｙａｌｅ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２０１４， ｐ ５４
王沪宁主编 《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第 ５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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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日本的战后重建在美国主导下顺利展开， 这与日本单一民族属性有直

接关系， 民主制度在日本的实施， 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兼容性， 实现了民

主制度有效运行。
然而当一个国家重建过程中并没有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平衡或相适

应时， 战后重建的国家通过修订宪法， 形式上使专制政权重塑为民主政权，
却导致长期的社会动荡。 达尔认为民主制度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不

同条件、 不同时代背景， 需要根据实践检验民主制实施的可行性。① 透过德

国、 日本、 科索沃、 索马里、 阿富汗、 伊拉克等国家的战后重建不难发现，
在有些国家民主制度的实施会带来和平与发展， 然而在有些国家民主会带

来灾难性的后果。 从制度层面上看， 民主制是一个中性的政治制度， 但其

实施效果明显不同。 由此可以说明促进战后国家重建的实现不仅仅取决于

一国政治体系 （国家机构设置与宪法制定） 的重新确立， 更重要的是看该

国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在复杂社会结构中的实际运转是否

有效。
实际上， 在国家重建中代议制民主制的实施需要有先决条件。 第一，

民主制的实施需要有政治权威作为前提， 如果没有形成政治权威， 各个政

治派别将难以形成合力， 无法实现国家政治重建。 第二， 民主制的实施需

要民众对国家的高度认同。 第三， 民主制的实施需要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

程度作为基础。 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至少要经历上百年的历程。
中东政治发展问题的解决， 只有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才能为该地区

民主的发展创造切实而有利的条件。 权威政权主导下的有限民主化是一定

时期内中东国家的必然选择。②

２ 弱国家与强社会的二元化问题

人类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 国家发展模式是国家来源于社会， 或者

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

力量。 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 把冲突保持在 “秩序” 的范围以内。③ 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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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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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罗伯特·Ａ 达尔： 《论民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２４ 页。
王林聪： 《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第 ３７５ 页。
恩格斯：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１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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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后重建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国家可以有效管控社会或调动社会资源。
这一条件主要是要遵循重建对象国历史发展历程中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经济

社会结构。 在重建国家中以单一民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将有利于重建国家

公民身份的培养， 进而增加民众对国家的认同， 国家与社会之间取得平衡

也相对容易。 例如在二战后， 德国和日本国家重建之前各自的民族整合已

经完成， 这主要得益于它们都是单一民族， 民族融合程度相对较高有利于

国家重建。 同时这又为政府治理能力的培养创造有利的条件， 由此形成一

种良性互动。
然而， 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整合不同步将对国家重建起到阻碍作用。

特别是在民族整合或重构尚未完成的情况下， 国家新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

和安全机构将面临强大社会力量的暴力反抗， 加之政府内部还没有建立完

善的国家机器来维持国家法律和秩序的有效运行。 正如福山在 《国家构建：
２１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中指出的， 尽管高度集权的政府无疑对经

济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但过度削弱政府权威、 缩减政府职能

则必然会使人类社会从文明状态再次退回到 “自然状态” 的无序与纷争之

中。 国家在建构过程中， 强有力的政府是必要的。 他指出一个缺乏凝聚力

和必要治理能力的 “弱政府” 面对一个难以驾驭的分裂型社会时， 很难形

成一个团结的政治共同体。 这一点无论是在制度自我解构的苏东转型国家，
还是在所谓的外部力量入侵后的索马里、 海地、 科索沃和东帝汶、 伊拉克

等被民族分裂、 种族冲突所困扰的 “后殖民地国家” 和 “欠发达国家 ” 中

都表现得尤为突出。① 因此， 在国家能力无法有效控制各种社会力量时， 战

后国家重建很可能面临社会不稳定或动荡的局面， 政府的政治权威也会因

社会结构的分化而进一步受到削弱。

二　 伊拉克国家重建的概念界定、 进程与特征

事实上， 持续十多年的伊战后重建并没有给该国带来团结和稳定， 反

而使伊内部政治派别间矛盾加剧， 从社会稳定滑到社会失序。 综观伊重建

６５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 《国家构建： ２１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黄胜强、 许铭原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序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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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 其间交织着宗教和民族、 国家主权和外部干涉等多方面矛盾关系，
其复杂性、 反复性超出伊战前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预期。 伊重建进程曲折反

复， 并呈现出与以往国家重建不同的特征。

１ 国家重建的概念界定

西蒙·切斯特曼 （Ｓｉｍｏｎ 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 将国家重建定义为： “国际社会

广泛地介入一个国家， 旨在重建能够为公民提供物质和经济保障的统治机

构的行为。”① 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指出， 国家重建是指重新确立某一国家社

会、 经济的体制并在该国建立一个保证该体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和平社会。②

从上述国家重建定义可以看出， 切斯特曼对国家重建的理解侧重外部力量

的介入， 而没有注重重建对象国经济社会条件和发挥重建国家的能动作用。
本文认为国家重新建构不仅仅是重新建立一种制度， 而是使重建的制度有

效运行； 不仅仅依靠外部军事力量， 而是国家军队能够独立保障社会安全

稳定； 促进社会的整合， 保障基础设施重建， 恢复经济发展。 在价值观和

意识形态上， 使民众回归国家认同， 以实现国家政治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
尽管这将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

２ 伊拉克国家重建的进程

第一， 主权移交阶段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伊战结束后， 美国成

立了临时管理委员会对伊政权实施接管， 但伊国内反抗美军占领的力量越

来越大。 据统计， 平均一天发生 ７０ 次针对占领军的袭击。③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美

国不得不将权力移交给伊拉克当局， 伊拉克临时政府成立， 接管伊拉克行

政权。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由于逊尼派拒绝参加， 国民议会大选未能顺利完成， 直

到同年 １２ 月举行的第二次国民议会选举最终产生伊拉克政府。
第二， 秩序重建阶段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１）。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是伊战重建初

期秩序逐渐由乱到稳的过渡时期。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伊处于秩序混乱的阶段，
是教派冲突最为严重的时期。 据统计数据， 到 ２００６ 年末， 伊大约有 ３０００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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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ｉｍｏｎ 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 Ｙｏｕ，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ｐ ４ － ５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ｓｔ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１９９８
〔美〕 塔比特 Ａ 阿卜杜拉： 《伊拉克史》， 张旭鹏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 第 １８０ 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中东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８ 期）

死于每月发生的宗派冲突。① 从 ２００８ 年起， 伊国内安全状况有所改善， 局

势开始趋于稳定。 这些变化在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举行的选举中表现得很明显， 伊

安全力量已经能够独立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了。
第三， 战乱反复阶段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１ 年底随着美国从伊拉克撤

军， 伊拉克人民开始完全独立行使主权， 人们刚看到稳定和希望的光芒。
然而这一局面转瞬即逝， 伊各派冲突升级， 安全局势急剧恶化， 国家处于

内战的边缘。 在此背景下， 从阿富汗转移而来的极端恐怖势力借着伊混乱

的局面逐步发展壮大， 他们最初打着 “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 的名义发展

起来， 从最开始的 “伊拉克伊斯兰国” 到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最

终于 ２０１４ 年形成 “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攻城略地， 伊政府军疲于应战，
节节败退， “伊斯兰国” 一度威胁到伊政权， 伊战后重新建立起来的秩序再

次陷入混乱状态。
第四， 国家再度重建阶段 （２０１７ 年至今）。 ２０１７ 年在外部势力的支援

下， 伊政府军最终将 “伊斯兰国” 驱逐出境。 与此同时， 随着库尔德人武

装力量在打击 “伊斯兰国” 的过程中进一步壮大，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于 ９
月举行了公投。 伊政府军强力出击， 有效地打击了库尔德武装力量， 并赢

得了主动权， 有利于伊开展新一轮重建。 目前虽然伊民众希望国家重新走

向安定、 实现民族和教派和解的呼声越来越大， 但伊各派力量的博弈仍没

有停止， 在此背景下， 新一届政府虽然产生， 但重建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总体来看伊拉克政府仍将面临重建的艰巨任务。

３ 伊拉克重建的特征

（１） 国家重建从外部干预向自我主导转化

一般来说， 一个国家的重建主要是通过其自身主导来完成的， 但是有

些国家的重建也可能是外国干预下完成的， 最终建成与干预国类似的政治

制度。② 但从地缘政治和外部因素看， 伊拉克作为一个战略地位重要、 石油

资源丰富的国家， 在内部教派和族群纷争的情况下， 重建过程难免会受到

域内和域外大国的干涉， 这决定了伊国家重建的外部干预性。 从 ２００３ 年伊

战后到 ２００６ 年伊拉克正式政府产生前， 伊拉克处于无政府状态， 成为 “主

８５

①
②

〔美〕 塔比特 Ａ 阿卜杜拉： 《伊拉克史》， 张旭鹏译， 第 １８８ 页。
江涛： 《后冲突时代的秩序重塑———美国在海外的国家重建行动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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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暂时缺失的国家”。 在此情况下， 伊被迫接受美国在其领土上进行的干预

性重建。 美国主导了伊宪法的起草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变更， 而且临时管理

委员会和临时过渡政府都处于美国的掌控下。 在美国主导下， 伊于 ２００６ 年

最终建成联邦议会制。 伊第一阶段的重建本身就带有一种强烈的干预特征，
属于外塑性重建。 与第一阶段的重建不同， 在之后几个阶段中， 伊政府逐

渐掌握重建主导权， ２０１７ 年底再度开启的重建便由伊政府发起。 特别是在

２０１８ 年大选中， 民众发出 “既不要美国， 也不要伊朗” 的呼声， 自称为民

族主义者的萨德尔赢得了最高选票， 也表明伊拉克自主重建意愿更加强烈。
（２） 重建进程中政治权力由分化向相互制衡转化

宪法规定的联邦制分权模式从根本上固化了教派和族群关系， 各个政

治派别之间形成了权力分化与制衡的模式。 伊拉克在战后确立的永久宪法

第一条规定伊拉克为联邦制国家， 采用共和、 议会和民主政体。 伊拉克的

联邦议会制表面上形成一种公平的权力分配体制， 但伊拉克历史上长期形

成的教派和民族问题在议会选举中被激发为分裂主义， 可以说伊拉克联邦

制在法律上确认了什叶派、 逊尼派、 库尔德人三方势力进一步分立的状态。
联邦制扩大了库尔德地区政府 （库尔德自治政府） 自治的权力， 为伊

库尔德人独立提供了空间， 致使库尔德人的分离倾向日益明显。 在重建之

初美国便支持库尔德人实现完全自治， 意在利用库尔德人的自治牵制伊拉

克什叶派和逊尼派在政权中的力量。① 因此， 正如有学者指出伊拉克从强人

政治转向分权政治， 教派、 族群意识强烈的伊拉克正面临 “马赛克式” 权

力分布。②

２０１７ 年底重建再度开启， 特别是 ２０１８ 年大选的过程中， 伊拉克各政治

派别经过重新分化组合， 组建了多个政治联盟。 主掌议会的什叶派内部划

分为不同政治派别， 之前的达瓦党已经分裂为前总理阿巴迪和马利基为首

的两大政治力量， 有在打击 “伊斯兰国” 过程中崛起的 “大众动员力量”
（ＰＭＦ） 也由不同分支组成。③ 主要是什叶派民兵组织， 另外还有一些逊尼

９５

①

②
③

Ａａｉｄ Ａｌ － Ａｌｉ，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Ｉｒａｑ’ 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Ｈｏｗ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Ｈａｖｅ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２０１４， ｐ １２
田文林： 《困顿与突围： 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第 ６８ 页。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ｈｔｔｐ： ／ ／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ｉ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ｓｐｘ， Ｏｃｔ ２９ｔｈ， ２０１８， 登录时

间：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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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武装力量， 由逊尼派部落部队组成。① 当前， 什叶派政府中形成以萨德尔

领导的沙戎联盟 （Ｓａｉｒｏｏｎ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和以阿米里 （Ａｍｉｒｉ） 为核心的征服联

盟名单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ｌｉｓｔ） 两大主要政治联盟相互制衡的局面。 由迈赫

迪任总理的新一届政府就是在两大什叶派政治联盟相互制衡与妥协的基础

上产生的。
（３） 社会关系由分裂、 对立向矛盾缓和的趋势转化

伊拉克社会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历经转化， 特别在萨达姆政权被推

翻后， 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社会关系一度出现分裂和对立的态势。 随着

“伊斯兰国” 被击溃、 重建再度开启后， 社会中各教派和族群间的矛盾趋于

缓和。
第一， 历史因素使伊拉克社会分化难以在短期内弥合。 从历史上看，

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时间并不长， 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不强， 同时由

于民族和教派多元化， 国内民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较弱。 伊拉克库尔德人

一直是该国社会的主要分裂力量， 长期寻求自身独立， 特别是海湾战争后

在伊北部设立的安全区使伊库尔德人拥有了更大自治权。② 虽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伊拉克石油工业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使原有的部落、 血缘关系被

削弱， 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原有的社会力量和教派利益群体， 社会

结构开始出现多元融合的趋势。③ 但是在经历八年的两伊战争和十余年制裁

后， 伊经济社会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加之， 在萨达姆高压统治下社会

矛盾不断积聚。
第二， 重建过程中外部力量对伊拉克的干预强化了社会分裂与对立的

状态。 重建之初美国推行的以教派和族群关系划分权力的政策进一步分裂

了原本脆弱的社会关系。 一方面， 重建之初美国清除复兴党 （ｄｅ － Ｂａａｔｈ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政策对社会整合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该政策在执行时由最初罢免复

兴党有影响力的官员转变为 “去逊尼派” 行动， 引起逊尼派民众强烈的反

抗和报复， 民众之间的不信任和敌视心理加深。 事实证明， 最初公然以教

０６

①

②
③

“Ｉｒａｑｉ － Ｓｕｎｎｉ Ｔｒｉｂｅｓ Ｒｅｃｒｕｉｔ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ＩＳ， Ｓａｙｓ ＨＲＷ，”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ｒａｂ，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６
唐志超： 《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１７４ 页。
詹晋洁： 《分化与整合： 二战后伊拉克社会结构分析》，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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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来区分政治派别的方式将个人的政治参与热情转化成教派对立①。 另一方

面， 在打击 “伊斯兰国” 的过程中美国对库尔德人武装力量的支持使库尔

德人分离问题愈发凸显， 最终于 ２０１７ 年库尔德地区政府举行了公投， 进一

步制约战后民族整合与社会统一。 因此， 历史原因与外部势力干预共同作

用下导致的伊拉克社会分裂状况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整合。
第三， 在历经战乱与冲突后， 伊民众愈发认识到， 教派对立、 族群分

离的社会既不利于经济的重建， 也不利于恢复生产生活， 开始寻求相互和

解。 在中央政府从 “伊斯兰国” 极端恐怖分子手中收复失地后， 伊民众迫

切希望能尽快回归家园， 重建房屋、 道路、 学校等基础设施， 恢复日常生

活和获得就业机会。 特别是在新一届政府着力开展经济重建的背景下， 社

会矛盾逐步呈现相对缓和的趋势。

三　 伊拉克国家与社会的不平衡关系制约重建

一般意义上讲， 民族国家建构是指引导一国内部走向一体化， 并使其

居民结为同一民族成员的过程。② 这一过程需要通过政治整合和社会关系的

整合， 前者是国家硬实力的体现， 后者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更属于社会

文化部分。 按照这个标准而言， 事实上， 伊拉克一直以来都没完全实现民

族国家的建构， 这使其在战后重建更加困难。 美国中东学者威廉·Ｒ 波尔

克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 Ｐｏｌｋ）③ 指出参与伊拉克重建的美国政策制定者们绝大多数

都不了解伊拉克历史和其多元化的人民。 他认为伊拉克人长期受到强权的

统治， 他们渴望寻求独立， 但大多数伊拉克人却没有建构国内秩序的经验。
他强调美国的重建政策把重点放在统治者和制度上而忽略了民众， 从而步

英国占领伊拉克的后尘。 波尔克进一步指出应注意伊拉克社会中民众间关

系。 杰明·米尔认为， 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平衡

１６

①

②

③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Ｉｒａｑ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００３ Ｗ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ｓａｋｈａｎ， Ｅｄｉｎ⁃
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ｐｐ ２３ － ２４
戴维·米勒等编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修订版）， 邓正来等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５２７ 页。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 Ｐｏｌｋ，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ｒａｑ：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ｗｅｅｐ ｏｆ Ｉｒａｑｉ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Ｇｅｎｇｈｉｓ Ｋｈａｎｓ
Ｍｏｎｇｏｌ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Ｔｕｒ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ｐｅｒ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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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弱政府。
相对而言， 西方建立的公民民主国家， 取决于社会的一般文化和政治

文化认同， 在这种多元主义民主国家里， 公民权既不取决于坚持共同起源

的意识形态， 也不取决于共同的血缘关系， 而取决于特定的地域纽带。① 而

战后的伊拉克， 在什叶派和逊尼派分化明显、 库尔德人分离倾向增强的情

况下， 没有形成由民族主义或纯粹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的国家。

１ 民主政体与伊拉克多元社会之间不适应性影响政治重建

第一， 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中实施 “协和民主” 制度 （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

ｅｒ ｓｈａｒｉｎｇ）， 即在各政治派别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实行权力分享能否实现国

家统一是有争议的。② 就战后重建国家而言， 民主制度与分裂的社会结构之

间存在不适应性时就产生了一个困境， 即各个政治派别相互制衡的权力模

式如何过渡到一个能容纳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的政治系统之中。 而且问题在

于一旦伊拉克根深蒂固的种族和教派认同在政治团体中得到固化， 那么政

治重建可能受到联邦制本身的限制或影响。
美国最初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体， 试图实现伊拉克社会稳定与发展，

然而目标与现实效果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在美国主导下伊拉克战后中央集

权制被彻底废除， 建立了西方民主制， 表面上兼顾伊拉克什叶派、 逊尼派

和库尔德人三大主要派别的利益， 但这种建立在教派和族群版图基础上的

权力分配方式， 实质上是建立了一种 “分裂型民主”。③ 这样很可能使国家

由 “强政府—弱社会” 转向 “弱政府—强社会”， 不利于伊拉克教派和民族

整合。
亚里士多德在关于国家和宪法的论述中认为： “最好的政府可能是现实

和理想的混合体， 这是政府形成和宪法制定获得成功的关键。” 对宪法的思

考就是对一国国民的各种条件以及他们所需要的宪法进行思考。④ 显然， 美

国主导下制定的伊拉克永久宪法没有充分考虑该国的社会基础和民族、 教

２６

①
②

③
④

〔美〕 格罗斯： 《公民与国家———民族、 部落和族属身份》， 王建娥、 魏强译， 导言第 ９ 页。
Ｊｏｈｎ Ｎａｇ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ｂａｎｏｎｓ Ｃｏｎ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２０１６，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７， ｐｐ １１， ５９
田文林： 《困顿与突围： 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 第 ６７ 页。
〔美〕 肯尼思·Ｗ 汤普林： 《国际思想之父： 政治理论的遗产》，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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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复杂性。 这样的宪法与伊拉克重建的社会条件并不匹配。 这样的 “弱
势政府” 很难有效驾驭日益强大而分化的社会力量。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

的控制力日益减弱， 伊联邦政府的凝聚力遭到弱化， 相应的族群认同得到

强化， 从而使国家重建步履维艰。
第二， 在伊拉克联邦制形式上实现了权力的公平分配， 却使教派和族

群关系固化， 加深了社会的分化， 最终导致分裂型社会的产生， 从而制约

战后重建。 伊拉克学者纳米尔·科达 （Ｎｅｍｉｒ Ｋｉｒｄａｒ） 认为美国对伊拉克的

战后安排是对伊国家统一的严重破坏。 一方面， 联邦制的确立使族群和教

派纷争进一步加剧， 政治精英为追求所在政治团体的利益煽动民众间教派

和族群认同， 导致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 分权模式的民主制度下建成的

“小政府” 使中央政府的权力一部分被内部政治力量分解， 另一部分被地方

政府削弱。 另一方面， 伊拉克北部实际上已成为库尔德人的自治地区。 库

尔德自治政府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一直主导着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社会

生活。 由此，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 伊长达十余年的重建进程中， 虽然西方民主

政体已经建立， 却催生了一个教派、 族群矛盾空前加剧的动荡社会。 可以

说， 战后形成的教派对立、 族群分离的分裂型社会结构对政治重建形成严

重冲击， 伊拉克很难重新恢复原有的地区强国地位。
因此， 表面看来， 用民主政体取代暴政和集权， 可以建立现代民主国

家， 但对于长期存在复杂教派和族群关系的伊拉克而言， 权力分化的联邦

制往往使政府治理缺乏效力， 影响国家政治权威重塑， 进而制约国家重建。
２ “弱政府” 无法有效应对 “强社会”， 制约安全重建

衡量一个国家重建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安全重建或秩序重建是

否完成。 一定程度上， 决策者最关心的是战后秩序重建， 其目标是防止社

会陷于混乱和极端组织做大做强， 进而对国家在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的重

建形成阻碍。①

伊拉克重建以来安全局势历经变化与反复， 从恶化到缓和， 再从急剧

恶化到最终安全秩序逐步有所好转， 这与政策运用不当引起社会力量反抗

有直接关系。 美国最初制定的 “去复兴党” 政策实施后， 有战斗经验的逊尼

３６

① Ｓｅｔｈ Ｇ Ｊｏｎｅｓ， Ｊｅｒｅｍｙ Ｍ Ｗｉｌｓｏｎ，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ａｔｈｍｅｌｌ ａｎｄ Ｋ Ｊａｃｋ Ｒｉｌｅｙ，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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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军队武装都被解散和退伍。 很多复兴党中战斗力强的逊尼派战士由于失

业、 社会地位被边缘化， 有的流离失所的复兴党成员受到激进思想的影响

采取血腥的报复行动， 有的被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招募， 从事自杀和汽车

爆炸、 绑架等恐怖袭击行动， 成为安全重建的破坏者。① 在 ２００６ 年阿斯卡

里亚清真寺被袭击后， 伊教派矛盾骤然升级， 重建长期陷入动荡与冲突之

中， 给恐怖主义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权力分化的 “弱政府” 无法有效控

制安全部队及其他武装力量以应对各种恐怖袭击， 致使恐怖势力做大做强，
一度威胁到伊政权。 战后重新建立起来的秩序再次陷入混乱状态。

总之， 重建中恢复社会秩序的关键条件之一是政府官员能够有效控制

军队和警察。 然而， 国内什叶派民兵组织各自为战， 致使伊安全部队缺乏

凝聚力在面对强大的反动力量时节节败退。 虽然最终在外部势力的支援下，
伊政府军于 ２０１７ 年底将 “伊斯兰国” 驱逐出境， 但足以说明伊拉克 “弱政

府” 难以应对极端组织等社会力量崛起， 严重制约安全重建。
３ 政府权威缺失无法有效调动社会资源滞后经济重建

事实上， 伊拉克的联邦议会制是在美国主导下确立的， 并不是伊经济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形成的。 因此政治重构过程中在权威缺失的情

况下， 政府很难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来有效组织经济重建。
第一， 外部干预下伊政府权威缺失， 无法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实现经济

重建。 由于长期战乱， 伊拉克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滞后， 社会阶层的

分化和发育比之西方都显得极不成熟。② 然而美国当局在重建之初便将资本

主义市场自由竞争的私有制度应用到伊拉克， 从根本上摧毁了伊拉克的经

济基础。 例如， 在美国的压力下伊拉克议会被迫通过美国人授权并参与起

草的石油法， 名义上是为了公平分配石油收益， 实际上为美国石油企业控

制伊拉克石油提供法律保障。 而且， 美国主导伊拉克基础设施重建时， 没

有采取公平的招投标方式， 而是将数十亿美元的重建工程直接承包给了美

国建筑公司， 而重建中经费被挪用致使工期延误， 民众基本生活所需的卫

生饮用水、 电力等基础设施没有及时得到恢复。
第二， 伊政府权力分化、 相互制衡， 无法充分调动全国资源及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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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Ａｌｉ Ｋｈｅｄｅｒｙ， “ Ｗｈｙ Ｗｅ Ｓｔｕｃｋ ｗｉｔｈ Ｍａｌｉｋｉ—ａｎｄ Ｌｏｓｔ Ｉｒａｑ，”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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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试析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制约因素： 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

经济社会重建。 在 ２０１７ 年后， 伊政府再次面对战后百废待兴的重建任务。
受战争破坏地区的民众仍面临物资短缺、 安全的饮用水供给不足以及失业

等问题。 一些被 “伊斯兰国” 占领的城市的基础设施被严重破坏， 特别是

摩苏尔省的道路、 房屋、 桥梁、 学校、 电力供应设施等都亟须恢复。 但政

治派别之间权力相互制衡， 使政府孱弱无力、 治理能力受限， 无法集中各

方力量并有效调动社会资源来重建基础设施。 相应地， 伊拉克经济社会重

建缓慢、 政府社会动员能力弱又降低了合法性， 也无法为现代民主制度体

系的完善和巩固提供必要条件。 由此， 伊拉克重建陷入一种困境， 即自身

实力越薄弱外部干预力量越强 ， 外部干预越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就会

增加， 政府合法性就会越弱， 进而更无法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经

济重建。
４ 社会文化认同与政治制度之间的断层制约国家民族主义重构

伊拉克重建不仅是政治秩序的重构， 更是社会文化层面的重构。 因为

制度的运行植根于伊拉克历史传统与民众的社会文化认知。 伊拉克重建以

来面临多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伊拉克文化传统和民众对国家的认知

与现行制度之间存在断层， 没有形成自然过渡。 正如格罗斯所说国家间政

治文化的差异远比成文法的作用大得多。① 弗吉尼亚大学米勒研究中心通过

分析亚、 非、 欧及拉丁美洲国家的宪法发现， 幸存下来的宪法都植根于该

国的社会文化和传统习俗中。②

罗伯特·Ａ 达尔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和领导人强烈地支持民主

的观念、 价值和实践， 即当信念和倾向性渗透到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
并且大体能传承下去， 那么这个国家稳定的民主前景将更加光明。 换句话

说， 国家民主制度的确立需要有民主政治文化。 这是构建国家政治制度与

社会平衡关系最可靠的方式。
同样， 伊拉克战后确立的现代民主制度需要建立在一个具有现代公民

身份的认同的社会之中。 然而， 目前伊拉克民众对自身的教派、 民族文化

认同与作为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还没有剥离开。 民众对各自教派和族群

的认知和对身份的认同属于文化部分， 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属于政治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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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美〕 格罗斯： 《公民与国家———民族、 部落和族属身份》， 第 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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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当政治精英为各自政治团体的利益而争夺权力时， 往往利用民众的

宗教信仰， 以强化教派和族群认同的方式赢得更多选票。 这也是为什么

２０１４ 年跨教派的政治联盟在选举中无法胜出的原因。
因此， 如果民众的教派和族群多元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联系则无法

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 从而制约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重构。 正如有学

者指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无法超越多元社会中民族国家建构的

困境。①

结　 论

国家重建成功与否与国家制度和社会关系是否平衡密切相关。 在伊拉

克社会整合没有完成的情况下， 美国在伊战后的重建相当于对其做外科手

术， 只是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 而没有考虑既成的复杂社会结

构。 对于教派、 民族认同多元化的伊拉克而言， 实行民主制更容易导致政

权以教派、 族群的形式纵向分裂。 显然， 美国最初主导的伊拉克战后重建

中实施的联邦议会制并没有充分考虑战后该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 致

使伊拉克重建后确立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不相适应， 进而引发国家重建

过程中剧烈动荡与反复， 导致伊拉克重建陷入困境。 可以说， 一个权力制

衡、 教派及族群间缺乏信任的 “弱政府” 在治理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很难在

短期内完成艰巨的重建任务。 正如亨廷顿指出的健全的政治制度、 强有力

的政党和政府、 一定程度的集权等要素是维持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所必

需的。②

总之， 在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达到平衡的状态下， 国家重建才能顺利

开展。③ 在政治方面， 当政治精英以国家利益为重时， 他们相互之间方能达

成一定的妥协， 进而有助于组建一个有效运转的强政府， 弥合社会矛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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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韩志斌、 闫伟： 《从国家构建缺陷到国际体系变迁———叙利亚危机的深层逻辑及前景》，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６８ 页。
〔美〕 塞缪尔·Ｐ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 刘为等译， 生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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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 在社会文化层面， 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与对本教派或族群的认同相分

离更有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 在安全重建方面， 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政府

方能有效控制军队， 为经济重建的开展提供保障。 因此， 在伊拉克重建过

程中建立社会整合与政治制度重构的平衡关系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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